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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政策的内容及演变特征
———基于国家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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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政府相关政策是发挥乡村价值的坚实保障。 本文以 2006—
2020 年的 54 份国家层面乡村旅游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构建政策工具与乡村价值的二维分析框架,采

用内容分析法科学探究我国乡村旅游政策的制度效应和演变特征。 研究发现:(1)根据乡村旅游颁布数

量差异可将政策演进划分为三个阶段:萌芽期 (2006—2014 年)、探索期 (2015—2017 年) 和潮涌期

(2018—2020 年)。 从萌芽期到潮涌期,供给型政策工具和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频次逐步提升,国家乡村

旅游政策对乡村发展的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的重视程度逐步提升;(2)现有乡村旅游政策以环境型政策

工具为主,供给型使用频次略低,需求型最少;(3)乡村旅游政策内容以生产价值和生活价值为导向,对

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关注度总体较少。 因此,如何做好制度部署,正确使用政策工具以挖掘乡村发展

价值是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乡村旅游;政策工具;乡村价值;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592;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26)03-0052-12

一、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我国农村地区尤为突出。 为了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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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等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而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对于推动农

村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生态宜居环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1 世纪以来,我国政府陆续颁布和实施了一

系列支持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和文件,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彰显了乡村旅游在旅游业发展中的重要地

位,也是保障乡村旅游稳步发展的重要支撑,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因此,关于乡

村旅游政策的相关研究也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话题。
乡村旅游是以村落为溯源地、旅游业为主导的农村新型发展模式,其对于拓展农民就业渠道、提升村

民素质、实现乡村振兴具有积极促进作用[1] 。 学界关于乡村旅游政策的研究首先是从实施乡村旅游政策

的必要性开始的。 他们认为,乡村经济的发展高度依赖于政策决策环境和有效制度供给[2] ,政府在农村

建设的起步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分别扮演着开拓者、规范者和协调者的身份[3] 。 产业政策的有效实

施能够激发广大农民参与家乡建设的积极性[4] ,推动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5] 。 随后,一部分学者探究

了乡村旅游政策的演变趋势、分类方式以及典型特征。 例如,李玉新[6] 认为我国乡村旅游政策经历了以

经济目标为导向的初步定位阶段,到整合多方资源的大力支持阶段,再发展为全面系统设计的深化创新

阶段,乡村产业政策呈现出逐渐深化、稳定细化的演变趋势;韦俊峰[7] 将我国乡村旅游政策划分为过渡

期、红利期、落实期三个阶段;马静[8]根据乡村旅游政策的时间演化趋势将其分为政策依附、政策起步和

政策细化三阶段;姚旻[9]则从政策内容出发将乡村旅游政策划分为供给型和环境型两类,并提炼出我国

乡村产业政策呈现发文部门层级高、联合发文比例高的典型特征。 还有学者深入探究了乡村旅游政策的

制度效应。 例如,Lee
 

J 等[10]通过研究韩国乡村综合体、农场留宿等相关政策的作用时发现这类支持性

政策对乡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余利红[11] 探究乡村旅游扶贫政策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关系时

发现乡村旅游扶贫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促进农民增收;李彬彬[12] 则运用 PSM 模型探究了乡村旅游示范

县的建立与乡村经济发展的关系,结果表明乡村示范县建立对农村经济贡献具有时间累积效应;黄志

刚[13]则以乡村旅游征地为切入点,实证检验了征地政策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此外,一部分学者研究了

乡村旅游政策发挥效应的影响因素,他们认为国家环境[14] 、政府自身行为[15] 、本地文化和市场舆情[16] 是

影响乡村旅游政策效用发挥的主要因素。
这些研究充分肯定了乡村旅游政策对农村发展的积极作用,系统分析了乡村旅游政策的演变趋势和

发展特点,但上述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现有文献关于乡村政策类型划分大多根据时间演变趋势为

标准,涉及内容方面的分类较少,且缺少从供给、需求、环境多工具维度的系统分析;二是现有研究探讨乡

村旅游政策的作用时仅仅是从单一维度进行研究,缺乏结合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价值维度的综合

探究。 基于此,本文通过整理国家层面 2006—2020 年颁布的乡村旅游政策文本,建立政策工具———乡村

价值二维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法科学探究我国乡村旅游政策的演变趋势及制度效应,系统分析不同

类型的政策工具对不同乡村价值的作用,以期能够为合理使用政策工具,破除城乡二元发展差距,推动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科学的建议。

二、乡村旅游政策样本选择与分析框架

(一)样本选择

近年来,国家为激发农村经济发展潜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颁布实施了诸多相关政策,这些政策成为

带动农村发展的重要基础。 考虑到地方政策数量庞杂、种类繁多,为确保内容分析的信度和效度,文章选

择以国家层面的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 具体借鉴黄萃[17]政策文本收集方法,通过“乡村旅游”“休闲农

业”“乡村振兴”三个关键词在中央人民政府网进行检索。 此外,我国于 2006 年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

提出将乡村旅游与“三农”问题联系起来,自此运用政策手段鼓励乡村旅游发展成为新的热潮。 鉴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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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 2006 年作为起始日期,同时考虑到研究结果的时效性,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作为截止日期,最终

筛选出 2006—2020 年共 54 条政策文本作为研究样本①。

(二)
 

分析框架

文章借鉴 Rothwell 等[18]的政策工具分类方法,将政策工具分为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三类,并将政策

工具相关理论与乡村发展的价值维度结合,建立政策工具———乡村价值二维分析框架,科学探究我国乡村

旅游政策演变规律及制度效应,系统分析不同政策工具对乡村发展价值的关注程度,分析框架见图 1。
Y维度

文化价值

生态价值

生活价值

生产价值

推动力 影响力 拉动力

技术与信息支持

基础设施建设

人才培养

资金投入

目标规划

金融及税收支持

法规管制

策略性措施

政府采购及外包

贸易管制及消费
市场

X维度
供给型 环境型 需求型

图 1　 乡村旅游政策文本二维分析框架

1. X 维度:政策工具

学界关于政策工具的分类方式较多,
 

Kirschen[19]最早提出包含 64 种政策工具的分类方式,但这种分

类并未系统探讨每种政策工具的具体内涵,因此在后续研究中使用较少。 随后,Rothwell[18] 根据政策文

本内容和政府干预程度将政策工具划分为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三类。 豪特利[20] 则将公共政策作为研

究对象,以政策的强制程度为划分标准提出了自愿型、强制型、混合型的分类方式。 鉴于 Rothwell 是从政

策文本本身出发,既考虑了政府的干预强度又包含了文本涉及的具体内容,这种分类方式更契合本文的

研究内容。 因此,文章采用 Rothwell 的分类方式将乡村旅游政策工具分为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三类。
(1)供给型政策工具

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是指政府通过政策手段对相关产业直接给予人、物、财力上的支持,这类政策发

挥效用主要体现在乡村旅游经营活动的供给层面,通过政策鼓励、制约、完善供给端,实现乡村旅游集约

化发展。 根据供给型政策工具的内涵,又划分了四个次级政策工具,分别为:技术与信息支持、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人才培养和资金投入。 技术与信息支持主要是指政府利用相关的科技平台发布乡村旅游相关

数据,提高乡村旅游的影响力和口碑,提升乡村旅游的大众认同感;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指政府通过政策

手段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条件,为乡村旅游常态化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保障;人才培养是指政府通过

政策引进人力资本,守住本地劳动力的同时,吸引外来人才,鼓励形成“返乡热”“留乡乐”的发展模式;资
金投入既是指政府运用财政手段直接投入资金以鼓励乡村旅游,又指政府运用积极的政策吸引外来资本

注入,提升乡村旅游发展的质量和效能。 总的来讲,供给型政策工具是政府在供给端运用产业政策持续

发力,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长效推动力。
 

(2)环境型政策工具

环境型政策工具是指政府优化乡村旅游外部环境、加快乡村发展软硬件设施建设而颁布的相关

政策,其发挥作用主要是通过优化外部环境间接影响乡村旅游发展。 根据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内涵可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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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分为目标规划、策略性措施、金融及税收支持和法规管制四类。 其中,目标规划是指政策中明确

将乡村旅游发展纳入国家发展体系之中,带动乡村旅游有序、稳定、可持续发展;金融及税收支持是指

对乡村旅游发展提供金融补贴、贷款贴息,加强融资保险支持,或是对乡村旅游各产业进行税收减免

或延期纳税的相关政策,这类政策能够有效解决乡村旅游企业发展筹措资金难的问题,为乡村企业提

供了资金保障;法规管制是指政府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法规切实保障乡村旅游合理开发,维护产业发展

中各相关利益主体的基本权益,实现产业发展与居民生活和谐共生的良好发展态势;策略性措施主要

是政府为了确保乡村旅游发展所制定的一些促进性或限制性措施,这类政策工具有助于实现乡村旅

游差别化、多样化发展。
(3)需求型政策工具

需求型政策工具是指政府持续关注乡村旅游发展,不断扩大市场规模,激发旅游者对乡村旅游需求

的相关政策。 本文将需求型政策工具分为政府采购及外包、贸易管制及消费市场两个次级工具。 其中,
政府采购及外包是指政府采用直接付款方式购买相关产品或将非核心业务下放给专门运营项目的第三

方企业,规避直接运营风险的同时提高相关项目建设的专业度,提升乡村旅游发展的专业化程度。 贸易

管制及消费市场政策工具主要是指政府通过鼓励或限制贸易的方式降低市场风险,利用特定乡村的比较

优势形成固定消费市场,进而推动乡村旅游发展。 需求型政策工具主要是依靠政府有效识别消费者的消

费需求,刺激潜在需求转化为实际需求的政策内容,这类政策工具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长足的拉动力。
2. Y 维度:乡村价值

中国社会可以断定为是乡土社会,而构成乡土社会的基础单位就是村落[21] 。 可以说,广大村落是

中国乡土的根基,也是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力的核心区域。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我国乡村形成特有

的价值,不仅表现为乡村发展生产和生态价值,也表现为乡村的文化和社会价值,形成了多种价值相

互渗透、相互影响的乡村结构体系[22] 。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实现一个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发展模式,而这每一部分都渗透或镶嵌了

乡村发展的价值内涵。 因此,在探究乡村旅游政策的演变趋势时,必须要将乡村价值纳入分析框架。
本文借鉴高瑞龙等(2021) [23] 的研究从生产、生活、生态、文化四个维度出发,系统分析我国乡村旅游

政策工具与乡村价值之间的关系。 其中,生产价值是乡村发展的经济价值,也是乡村发展中最重要也

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价值。 我国乡村发展的生产价值主要体现在更好促进农业与其他产业的积极融

合,推动农业现代化转型发展,切实将乡村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生产优势。 生活价值主要是指乡村发展

的社会福祉,具体来看就是要满足农民多样化需求,维护良好有序的乡村生活秩序,扩大就地就业,留
住“乡愁”的同时建设“乡风”,真正实现农民生活多样化。 生态价值是指充分发挥乡村在生态文明建

设中的积极作用,通过改善周边自然生态环境与生产生活方式,保护乡村景区和生物资源多样化,促
进生态环境的修复和改善。 文化价值主要指保护传统村落,传承和弘扬特有文化,通过发展乡村旅游

激发地方文化、地域风俗、自然景观的活力,使得乡村山水风貌自成一体,特色院落、村落、田园相得益

彰,乡风民俗自成一体,充分彰显乡村文化价值。

(三)政策文本的编码

文章采用内容分析法探究乡村旅游政策工具的实际使用状况。 内容分析法是形成于 20 世纪 40 年

代的一种从文本内容本身出发结合内容涉及主体、所属范围进行的定量分析方法[24] 。 其研究步骤包括

确定研究问题、选择样本、定义分析单元、设置类目编码、检验信度和效度、客观分析结果等。 其中,合理

进行政策文本编码是保证研究的信度和效度,规避分析不全面、不客观等问题的重要前提。 因此,文章采

用“政策编号———具体条款”的方式借助 Nvivo11 软件对 54 个研究样本的具体内容进行了编码,政策编

码示例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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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乡村旅游政策编码示例表

编号 政策名称 分析单元内容 编码 政策工具 工具细分 乡村价值

1

关 于 促 进

农 村 旅 游

发 展 的 指

导意见

要推动重点地区农村旅游项目的集中招商,吸引社

会资金和民间资本,引导大型旅游企业参与开发和

经营

1-1 环境型
金 融 及 税 收

支持
生产价值

要制订实施厕所、排污和垃圾处理等基本生活设施标

准,逐步提升和规范接待服务水平;要加强政府引导,在

“农家乐”发展到一定规模的地区,及时推动“农家乐”

的卫生、排污、采购、促销等方面的专业化合作

1-2 供给型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生活价值

各级旅游部门要配合项目开发帮助制定出具体的人

才培训规划,并争取与教育、农业、劳动、民政等部门

的人才培养规划对口合作,共同推进和实施

1-3 供给型 人才培养 生活价值

… … … … … … …

35

关 于 促 进

乡 村 旅 游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指 导

意见

推动旅游产品和市场相对成熟的区域、交通干线和 A

级景区周边的地区深化开展乡村旅游,支持具备条

件的地区打造乡村旅游目的地,促进乡村旅游规模

化、集群化发展

35-1 环境型 目标规划 生态价值

实施“厕所革命”新三年计划,引进推广厕所先进技术 35-2 供给型 基础设施建设 生活价值

抓紧改革完善导游等级制度,提高导游人员专业素

质和能力,鼓励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离退休老专家、

老教师从事导游工作

35-3 供给型 人才培养 生产价值

… … … … … … …

54

关 于 抓 好

“三 农” 领

域 重 点 工

作 确 保 如

期 实 现 全

面 小 康 的

意见

各级财政要继续增加专项扶贫资金,中央财政新增

部分主要用于“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
54-1 供给型 资金投入 生产价值

分类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东部地区、中西部城市近郊

区等有基础有条件的地区要基本完成农村户用厕所

无害化改造,其他地区实事求是确定目标任务

54-2 供给型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生活价值

落实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

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政策,教师职称评聘向

乡村学校教师倾斜,符合条件的乡村学校教师纳入

当地政府住房保障体系

54-3 供给型 人才培养 生活价值

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常年禁捕,做好渔民退捕

工作。 推广黑土地保护有效治理模式,推进侵蚀沟

治理,启动实施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

54-4 环境型 策略性措施 生态价值

实施乡村文化人才培养工程,支持乡土文艺团组发

展,扶持农村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收徒传艺,发展

优秀戏曲曲艺、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文化。 保护好历

史文化名镇(村)、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农

业文化遗产、古树名木等

54-5 供给型 人才培养 文化价值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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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政策工具的乡村旅游政策内容分析

(一)乡村旅游政策演变趋势

从政策发文数量来看(见图 2),我国乡村旅游政策颁布数量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萌芽期

(2006—2014 年)。 这一阶段最显著的特征是发文数量较少,各年份政策波动性较小。 这一阶段我国经

济发展处于快速增长时期,城市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区域,乡村经济建设尚未得到充分重视,乡村旅游

的发展价值尚待进一步挖掘。 二是探索期(2015—2017 年)。 这一阶段乡村旅游政策发文数量呈现极大

的不确定性,但总体来讲高于萌芽期的发文数量。 一方面是因为快速城市化使得城镇居民生活压力增

大、生活环境恶化,乡村生活满足了城镇居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美好向往,乡村旅游需求被进

一步激发,所以国家相关部门也注意到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期待能够通过乡村旅游的发展进一步刺激

国内需求。 另一方面是因为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使得政府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关注度提升,尤其是精准扶贫

政策的大力实施,乡村旅游成为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的有效抓手,加之不少乡村通过乡村旅游的建设和

发展,实现脱贫致富为其他乡村发展提供了示范作用,所以国家高度关注乡村旅游的发展,期待通过政策

引导,实现资金、技术、人才的畅通,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动力支持。 三是潮涌期(2018—2020 年)。 这一

阶段乡村旅游政策数量呈现显著上升趋势,乡村旅游也成为大众旅游的全新选择。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乡村振兴战略后,国家相继出台了诸多政策支持和鼓励乡村旅游的发展,这使得乡村旅游成为带动农

民增收、扩大农民就业的支柱性产业。 伴随着政策数量的增加,城市居民对乡村旅游的潜在需求也被进

一步激发,乡村旅游发展也被推上新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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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乡村旅游政策数量变化趋势

(二)政策工具维度分析

在政策本文内容编码基础上,对所检索的 54 项政策进行了频次统计,绘制了乡村旅游政策工具的频

次与比重分布统计表(见表 2)。 由表 2 可知,我国 2006—2020 年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频次最高,达到

106 次,占总统计政策文本内容的 50. 96%;供给型政策工具次之,使用频次为 79 次,占比 37. 98%;需求

型政策工具使用频次最低为 23 次,占比 11. 06%。 这表明现阶段政府政策更倾向使用环境型政策工具解

决乡村旅游发展的外部性问题,说明长期以来制约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一大障碍是法律法规不健全、市
场机制不完善、缺乏科学合理的引导和开发。 诚然,外部环境是产业发展的基础保障,是招徕旅游者的第

一招牌,我国经济发展也长期践行着“要致富先修路”的做法,政府政策向环境型偏移能够有效破除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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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负面影响,为旅游业发展搭建基础阶梯。 但是,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较少,这造成了乡村旅游发展

的长期拉力不足,间接导致了部分乡村旅游项目短暂登台后又迅速陨落,缺乏长足发展动力。
表 2　 政策工具使用频次及比重分布表

政策工具 次级政策工具 文本编码 使用频次 占比% 总比例%

供给型

(79)

技术与信息支持
1-7、1-9、5-1、10-8、12-1、16-2、19-9、39-5、41-2、43
-1、44-2、51-3、52-1、54-7

14 17. 72

基础设施建设

1-2、2-6、3-6、8-5、8-7、9-2、10-9、18-3、19-4、23-1、
24-1、25-1、28-2、30-3、31-4、33-2、35-2、38-2、39-

3、42-3、44-1、46-2、47-3、48-4、51-1、53-1、54-2
27 34. 18

人才培养

1-5、2-4、3-3、4-1、5-2、6-1、10-2、15-1、18-6、19-3、
20-2、21-1、22-3、30-6、31-2、33-4、34-1、35-3、36-

2、54-6、43-4、44-3、46-3、47-4、48-3、52-2、54-3、54
-5、54-6

29 36. 71

资金投入 2-2、2-7、10-5、17-2、29-2、37-1、38-3、51-2、54-1 9 11. 39

37. 98

环境型

(106)

目标规划
1-8、3-1、14-1、19-8、22-1、29-4、23-3、30-1、35-1、
36-4、39-1、43-3、46-1、48-1、49-1

15 14. 16

金融支持及税收

优惠

1-1、3-4、8-1、8-12、10-10、10-11、11-1、14-4、18-1、
18-7、19-7、23-2、25-3、34-3、36-3、39-6、41-3、43-

2、44-4、45-1、46-6、46-7、47-2、48-2、53-2
25 23. 58

法规管制

1-3、1-6、2-3、2-5、3-2、7-2、8-6、8-9、8-10、8-11、10
-3、10-13、11-2、13-1、14-2、14-3、17-1、18-2、19-5、
19-10、20-1、20-5、22-2、24-2、25-2、26-1、27-1、30-

4、31-3、32-1、33-1、36-1、38-4、39-2、41-1、42-4、45
-2、46-4、47-1、50-1、53-3

41 38. 68

策略性措施

7-1、8-2、8-13、9-1、10-1、10-4、10-6、15-2、16-3、18
-4、19-1、23-4、26-2、29-1、30-5、31-1、33-5、34-4、
38-1、40-1、41-4、54-4、45-3、46-5、50-2

25 23. 58

50. 96

需求型

(23)

政府采购及外包 8-3、10-12、34-5、20-4、39-4、42-2、46-8、48-5 8 34. 78

贸易管制及消费

市场

2-1、16-1、18-5、19-2、19-6、20-3、28-1、29-3、30-2、
33-3、34-2、36-5、40-2、42-1、45-4

15 65. 22
11. 06

合计 208 100

进一步对次级政策工具使用频次来看,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人才培养的应用最为广泛,占比达到

36. 71%。 这充分说明在乡村旅游发展中,“人才”是最关键最核心的要素。 中央政府通过制定宏观制度

强调乡村发展中人才的重要性,引导地方政府注重人才培养。 应用频次次之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占比为

34. 18%,表明基础设施建设也是我国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重点关注话题。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艰

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也在农村。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而农民安居乐业需要

完备的基础设施做保障,故中央政府在大力号召乡村旅游建设时十分重视基础设施建设。 但关于技术与

信息支持、资金投入的相关政策使用频次较低。 这说明政策制定在新基建和资金投入方面需进一步加

强。 在信息技术大力发展的阶段,如何合理运用公共投资、提高信息技术在乡村的覆盖率是当前政策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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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需着重考虑的问题。
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法规管制的占比最大,达到 38. 68%。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分隔的二元体制和

城市优先发展战略,使得大量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向城市集聚,引发了严重的“乡村病” [25] 。 乡村病

的典型表现是乡村主体过早老弱化,这部分主体一方面受教育程度低,缺少法治思维,另一方面由于长期

生活习惯自由散漫,法规管制对其约束程度较低。 为了改善这一状况,中央政府出台了大量政策提高居

民的法律意识,运用法治手段保障农业农村有序发展。 事实证明,全国知名乡村旅游地的快速发展也得

益于政府严格的法规管制政策。 使用频次最低的是目标规划,这表明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将更多的规划权

下放至了地方政府,形成了中央政府放权、地方政府响应的乡村旅游治理格局。
需求型政策工具是三类中应用最少的,仅涉及 23 条政策文本。 而在 23 条政策文本中,贸易管制和

消费市场政策工具的应用远高于政策采购与外包。 这也契合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典型事实。 首先,需求

型政策关键是刺激消费需求,将潜在需求转化为实际需求,真正让需求拉动乡村旅游发展。 要达到这一

目标就必须约束和管制乡村旅游消费市场,通过优化市场秩序提升旅游者的心理预期,刺激旅游需求的

同时刺激旅游消费。 政府采购与外包应用较少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国乡村旅游建设中政府是统筹者、协调

者而非建设者,乡村旅游的建设主体应是农民,而政府采购与外包则是将乡村旅游的建设主体让渡给企

业,这不利于乡村旅游的长期发展。
进一步结合乡村旅游政策的演变阶段来看(图 3),各阶段政策工具的使用均以环境型为主,三个阶

段的政策工具使用频次均呈现环境型>供给型>需求型,这与研究的整体区间保持一致。 但值得注意的

是,从萌芽期过渡到探索期再到潮涌期,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次在逐步增加,供给型政策使用频次在

大幅度攀升。 这一方面说明了因为前期需求型政策使用频次较少使得乡村旅游发展长效拉力不足。 市

场需求较低、体制不完善引致的负面问题引起了国家的极大关注,逐渐重视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以形

成乡村旅游发展的长效拉动机制。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各行

各业的改革重点,国家的各项政策制定也切实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展开,因此在潮涌期供给型政策工

具的使用频次大幅度提升。 这一发现也说明在乡村旅游发展政策工具使用时,既需要兼顾全局、统筹规

划,又需要有侧重、有导向地使用合适的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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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分阶段政策工具使用频次

(三)乡村价值维度分析

从乡村价值维度来看(见表 3),总的来说,现有政策大多是以挖掘生产价值、保障生活价值为导向实

施的,对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关注程度较低。 政策关注的价值维度映射了现阶段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

两种态势。 一方面,国家对乡村旅游生产价值的关注,有利于生产要素逐渐向乡村流入,有利于乡镇企业

大规模崛起,有利于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政策对生活价值的倾斜,有助于农民就业质量提升、收入水平

95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43 卷

提高、生活幸福感增加。 但另一方面,国家宏观政策向生产价值倾斜很有可能造成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出

现“重开发、轻管理”的不利局面。 此外,前期为实现经济效益所进行的一系列开发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

乡村生态环境破坏、文化价值被忽略,甚至会激化本土居民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不利于乡村旅游的可

持续、高质量发展。 因此,未来国家关于乡村旅游政策的宏观布局,应更加关注乡村发展的生态价值和文

化价值,避免出现乡村旅游发展同质化严重、短期工程居多的发展态势。
表 3　 政策工具—乡村价值二维分布

政策工具 次级政策工具 生产价值 生活价值 生态价值 文化价值

供给型

技术与信息支持 8 5 1 0

基础设施建设 12 11 2 2

人才培养 16 8 0 5

资金投入 6 3 0 0

小计 42 27 3 7

环境型

目标规划 10 2 1 2

金融支持及税收优惠 14 11 0 0

法规管制 24 7 10 0

策略性措施 11 7 5 2

小计 59 30 13 4

需求型
政府采购及外包 8 0 0 0

贸易管制及消费市场 12 3 0 0

小计 20 3 0 0

萌芽期 43 17 0 1

探索期 27 17 8 8

潮涌期 51 26 8 2

总计 121 60 16 11

结合政策工具来看,无论是供给型、环境型还是需求型政策工具,均呈现出以提高农村经济发展为核

心目标,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为主要诉求的典型特征。 具体来看,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仅有基础设施建

设既关注了乡村生产和生活价值,也考虑到了乡村生态和文化价值,其他三个次级政策工具均忽视了乡

村发展的生态和文化价值。 这说明在往后使用供给类政策类工具时,需重点关注乡村发展的生态保护和

文化融合,切实用政策强制力守好绿水青山。 环境型政策工具对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的重视程度明显高

于供给型和需求型,但仍处于较低水平。 可能的原因是,研究区间内,我国乡村旅游发展总体上来说处于

初步探索阶段,全域旅游战略实施后乡村旅游才开始在广袤农村遍地开花。 这一阶段政府政策目标是先

推进产业稳步发展,实现村民安居乐业,对于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挖掘尚处于起步阶段。 次级环境型

政策工具中,金融支持和税收优惠主要针对生产和生活价值,法规管制进一步考虑了生态价值,目标规划

和策略性措施则兼顾乡村发展的多维价值。 因此,未来在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方面,需要进一步增加

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的相关内容,考虑将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纳入金融支持与税收优惠、法规管制的政

策内容中,进一步丰富政策文本,充分发挥政策的积极引导作用。 在需求型政策方面,关于生态价值和文

化价值的政策内容为 0。 这暴露了我国乡村旅游政策的一大缺陷在于未将乡村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纳

入刺激需求的政策内容中,而生态和文化是乡村旅游多元化发展的核心要素,因此未来需求型政策要充

分考虑生态和文化价值,进一步发挥需求型政策文本内容的价值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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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策演变阶段来看(表 3),虽然三个阶段均是以生产价值和生活价值为政策导向,但是每个阶段

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在萌芽期,政策关注焦点是生产价值,即运用政策手段加快乡村旅游产业建设,充分

发挥旅游业对乡村发展的积极带动作用。 对生活价值的关注也是这一阶段政策关注重点,因为经济建设

的最终诉求是实现人的安居乐业,农民生活幸福指数仍是乡村发展评估的重要内容。 但这一阶段基本忽

视了乡村发展的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导致乡村生态环境恶化,文化内涵湮没。 在探索期,中央政府及时

调整了政策内容,在依然重视生产价值和生活价值的同时,提高了对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关注度,涉及

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的政策内容明显增加,但仍处于较低水平,政策内容尚待进一步优化。 在潮涌期,生
产价值和生活价值相关政策条例增加,生态价值的政策内容保持稳定,但涉及文化价值的政策内容减少。
可能的原因是我国经济迈入新常态,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农村地区作为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点改革区域,生产要素改革、生产结构优化、生活条件改善等均需政府通过顶层设计解决。 此

外,政府简政放权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中央政府将更多的地区建设权下放至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对乡村发

展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政策文本减少很有可能是将更多生态保护、文化传承职责下放至地方政府,地
方政府根据不同区域的自身特点制定相应的措施以实现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最大化。

四、结论及建议

政府政策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指南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方向标。 文章通过检索 2006—2020 年国家

层面的 54 个乡村旅游政策文本,基于政策工具—乡村价值二维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法科学划分了我

国乡村旅游政策的演变阶段,系统分析了我国乡村旅游政策工具的使用状况以及乡村旅游政策的价值导

向,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根据政策颁布的数量可将我国乡村旅游政策演变阶段划分为三个时期:萌芽期(2006—2014

年),探索期(2015—2017 年),潮涌期(2018—2020 年)。 萌芽期发文频次较少,各年份间政策数量波动

较低,乡村旅游处于小范围试点阶段。 探索期发文数量增加,各年份发文频次存在极大不确定性。 潮涌

期发文数量激增,乡村旅游成为国家乡村振兴的重点工程。
第二,我国乡村旅游政策内容以使用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供给型次之,需求型最少。 从次级政策工

具来看,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频次最高的是人才培养,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频次最高的是法规管制,需求

型政策工具使用频次最高的是贸易管制及消费市场。
第三,乡村旅游政策所涉及的文本内容对生产价值和生活价值的导向性更强,对生态价值和文化价

值的重视程度较低。 结合政策工具维度,供给型政策工具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内容涉及较为全面,既关注

到了生产价值、生活价值,也涉及了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但总体是向生产价值和生活价值倾斜;需求型

政策工具则只关注到了生产及生活价值,缺少与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相关的内容。
第四,结合演变阶段、政策工具、价值导向来看,我国乡村旅游政策无论是在萌芽期、探索期还是潮涌

期,环境型政策工具的运用均是最广泛的,而政策的价值导向则以生产价值和生活价值为主。 但随着政

策颁布的阶段性演进,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应用频次逐步提升,政策导向也向乡村发展的生态价

值和文化价值倾斜。
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要优化政策工具的内部使用结构。 具体来说,增加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特别是综合运用

多种手段,加大乡村旅游人才的培养力度,尤其是高层次乡村旅游人才的培养,为乡村旅游发展和乡村振

兴提供人才支持;同时,强化对乡村民俗文化的挖掘、保护与传承、乡村生态环境的保护性开发与价值转

换;通过政策引导增加政府单位及企事业单位对乡村旅游自主创新产品的采购力度,建立一套适合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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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发展的宏观策略与微观实施手段,更好地发挥多种政策的协同作用。
二是要充分发挥各种政策工具的价值引导。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继续强化生产价值,降低乡

村旅游发展的交易成本,畅通城乡要素流通,提升乡村旅游的发展效率[26] 。 同时,落实以人为本的乡村

振兴和乡村旅游理念,关注微观层面游客和居民的生活价值,通过促进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满足农

民生活需求,促进乡村良好发展;此外,必须立足游客和农村居民视角,强化“文化+”“生态+”等新业态发

展,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尤其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手段,实现乡村旅游产品创新,以发挥

政策工具的生活价值,为城乡融合发展奠定良好的生态基础和文化基础。
三是要协调各方力量健全乡村旅游政策体系及配套机制。 乡村旅游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既有城市居

民的出游系统,又有乡村旅游产品的供给系统,还有乡村平台的支撑系统。 然而,现有的乡村旅游扶持政

策政出多门,资源分散难以形成合力。 急需盘点审核现有的乡村旅游扶持体系,整合有限的资源,统筹推

进,建立一套高效的政策扶持体系。 具体来说,应由农业农村部门牵头,其他各相关部门配合农业农村部

门,促进中央与地方的有效衔接,细化并畅通政策落实中的痛点和堵点,推动政策条款不断细化和优化,
健全管理体系和治理体系,为其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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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ural
 

tourism
 

is
 

an
 

important
 

engin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elevant
 

government
 

policies
 

are
 

a
 

solid
 

guarantee
 

for
 

realizing
 

rural
 

values.
 

This
 

paper
 

takes
 

54
 

rural
 

tourism
 

policy
 

texts
 

at
 

the
 

national
 

level
 

from
 

2006
 

to
 

2020
 

in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nstructs
 

a
 

two-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policy
 

instruments
 

and
 

rural
 

values,
 

and
 

uses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o
 

scientifically
 

explore
 

the
 

institutional
 

effect
 

and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tourism
 

policies
 

in
 

China.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policy
 

evolution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distinct
 

phases
 

based
 

on
 

the
 

volume
 

of
 

policy
 

issuance:
 

the
 

Germination
 

Phase
 

(2006—2014),
 

the
 

Exploration
 

Phase
 

(2015—2017),
 

and
 

the
 

Surge
 

Phase
 

(2018—2020).
 

From
 

the
 

Germination
 

Phase
 

to
 

the
 

Surge
 

Phase,
 

the
 

use
 

frequency
 

of
 

supply-oriented
 

policy
 

instruments
 

and
 

demand-
oriented

 

policy
 

instruments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the
 

national
 

rural
 

tourism
 

policies
 

have
 

gradually
 

attached
 

more
 

importance
 

to
 

the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values
 

of
 

rural
 

development.
 

(2)
 

Existing
 

rural
 

tourism
 

policies
 

predominantly
 

rely
 

on
 

environmental-type
 

policy
 

instruments,
 

followed
 

by
 

supply-oriented
 

instruments,
 

with
 

demand-oriented
 

instruments
 

being
 

the
 

least
 

utilized.
 

( 3)
 

Policy
 

content
 

is
 

primarily
 

oriented
 

toward
 

enhancing
 

production
 

value
 

and
 

living
 

standards,
 

while
 

attention
 

to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values
 

remains
 

relatively
 

limited.
 

Therefore,
 

how
 

to
 

make
 

appropriat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properly
 

use
 

policy
 

instruments
 

to
 

tap
 

the
 

development
 

value
 

of
 

rural
 

areas
 

is
 

a
 

critical
 

issu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Keywords:rural

 

tourism;
 

policy
 

instrument;
 

rural
 

value;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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